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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思行方式研究

重构家计：转型社会的
家庭研究理路

刘新宇

【提　要】“转型社会”对于家庭研究的意义何在，是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的问题。一直

以来，中国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有着两种彼此疏离的认识，一是聚焦国家与市场对家庭

的冲击与依托，二是关注个体于家庭的脱离与回归。追溯并考察卡尔·波兰尼的经典转型

社会理论，《巨变》中存在着一条关注家计的叙事线索，表现为个体命运因为家庭的瓦解，
而同国家与市场的隐显关联为整体的研究命题。新自由主义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兴起，促使

家庭的外部世界与内在秩序发生转型，家庭展开了再制度化。学界重拾对家计的关注，研

究命题逐渐分离为 “国家—市场与家庭”以及 “个体与家庭”。家计的重构催生了家庭研究

对于转型社会认识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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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社会”对于家庭研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长期被中国学界所忽视的问题。作为２０
世纪兴起的社会理论，西方学者曾赋予 “转型”以丰富的时空内容，用以描述复杂社会的变迁轨迹

与结构状态。近些年来，转型一词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被高频使用，广大研究者出于各自的研究旨

趣，创作出众多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却也无意中陷入了较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不少学者已然

将转型社会定义为一种无需多言、心中既明的背景知识；另一方面，不同研究领域对其的理解差距

却在逐渐拉大。这个矛盾在中国家庭研究学界更加微妙，转型社会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语言上的修辞，

还融入到知识发展的命题与路径当中。遗憾的是，尽管优秀的经验研究层出不穷，但针对转型社会

的理论反思却并没有与之匹配，不仅掣肘了跨学科的交流，更为政策研究以及实务的探讨增添了障

碍。立足于不同的论述，本文试图厘清家庭研究学者对转型社会的不同认识，并进一步分析与探讨

造成分歧的内在成因，从一个侧面展现家庭研究发展的理路。

一、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的两种认识

（一）国家—市场对家庭的依托与冲击

　　家庭研究学界对于转型社会的一种认识源自对家庭形态变迁的思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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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了一种基于 “国家—市场”二元的 “依托与冲击”转型社会认识。其中，“依托”指在家长

制延续的传统下，国家的支配力量依靠家庭单位进行运作。“家国同构”的叙述逐渐成为这种路径的

理论视角，国家在更大的范围内重复家庭的构想，家庭又为国家的无上性提供了首要的支持。“家国

同构”既是一种政治治理模式，亦是一套政治伦理。① １９８６年，白威廉最早运用地位获得模型，考

察计划经济时代家庭成分与父亲职业等先赋要素的作用，揭示了中国社会家长权威逐渐弱化的趋势。

而在魏昂德的 “依附理论”中，单位接替传统中的父权被赋予家长特点，城市家庭在经济、政治和

人际关系上仰赖工厂单位的分配功能。② 相应地，在中国农村社会，家本位 观 念 也 被 一 种 “庇 护 主

义”所取代：农民走出土地与亲族关系，转而依靠党员干部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③ 可以认为，上述

研究的旨趣影响着当前家庭研究的议题讨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所处的环境发生转变。然而，

无论是对转型期的代际关系与性别问题的考察，还是考量人口政策驱动的生育话语转变，家国同构

的视角仍然在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比国家角色稍晚进入人们视野的是市场因素，它被中国家庭研究学界关注则受到欧美社会分层

研究带来的启发，“冲击”的研究路径逐渐形成。这一路径立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着重关注

市场经济冲击带来的社会问题。起初，家庭结构的嬗变并非转型研究者所尝试解决的首要议题，而

是被看作解释这一过程的前提变量。倪志伟借鉴了波兰尼关于人类经济模式的分析，他的 “市场转

型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断定中国社会的转型乃是由经济体制转变引发的。④ 人力资

本较之过往的政治资本，将会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市场转型论在美国学界引发了持久论战，家庭

本身逐渐走向了转型社会研究的前台，“林南提出了一个强调社会文化力量的研究视角”。⑤ “地方市

场社会主义”（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理论认为，单纯的市场力量难以对地方政治生态形成根本冲

击，再分配权力的生成只有依靠家庭与亲属网络，方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发挥效益。⑥ 林南引领后继

学者对家庭收入、家庭背景等特征进行测量与调查。而与此同时，家庭调查工作在中国也日臻成熟，

研究队伍愈发庞大。⑦ 此时学者们的关注点，一方面在于伴随城乡结构变迁而显露的诸如留守儿童、

妇女与社会流动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与之匹配的政策探讨也在增多，在不同层面开展教育、医

疗以及养老等政策的评估，讨论由此拓展到其他研究领域。
（二）个体于家庭的脱离与回归

家庭研究学界对转型社会的另一种认识在于，现代人的家庭观念与认识的转变。相关讨论虽然

集中于近些年，但经验与理论已日臻成熟，学界已然形成了一种基于个体经历的 “脱离与回归”研

究路径，这一路径源自现代性探讨下的个体化理论。随着家庭观念的传统与现代之辩，已渐被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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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与理解家庭变迁的实际过程”所取代。① 经由一个系统的 “脱嵌与再嵌入”模型，个体化理论试图

打破家庭给大众留下的刻板印象。“脱嵌”指个体从外在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其中家庭建制与血缘

纽带被视作束缚自由的关系桎梏；而 “再嵌入”指个体获得自主权后，通过自我界定反过来投入新

的整合形式与控制形式。② 在对这一模型的本土考察中，阎云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他立足中国

社会现实指出，“中国的个体为了寻求一个新的安全网，或者为了再嵌入，被迫回到家庭和私人关系

网络中寻求保障，等于又回到脱嵌伊始的地方”。③ 福利制度的缺位导致个体被迫回归家庭，个体化

在中国依旧还停留在初始阶段。这种从个体境遇理解社会转型的研究倾向，有效地推动了经验研究

的进展。在沈奕斐针对上海家庭结构与流动的研究中，“个体家庭”即指以个体为中心，受制于社会

条件而代际关系紧密的家庭模式。④ 尽管外部的制度因素依旧发挥重要作用，但个体在家庭中的地位

与作用仍是其关注的重点。

个体化理论旨在揭示个体在家庭中的状态，而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则为观察个体间的关系创造了条

件。无独有偶，嵌入性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的概念模型同样出现在这个领域。“我所谓的 ‘嵌入性’指的

是，不论是个人还是更大的经济体系的经济行动 （例如，价格的确定和经济制度的形成），都受到社会

关系网络的严重影响”。格兰诺维特演绎了卡尔·波兰尼的概念，而相比之下，泽利泽又将 “关系嵌

入”进一步改造为文化维度的 “关系营造”。⑤ 她的研究旨趣在于，从理性与情感交织的世界窥探诸

如儿童教养、家庭内部交易等问题。家庭中的情感与地位绝非不堪一击，它在现代社会甚至左右了

我们的日常经济行为。近些年在国内的家庭社会学研究中，关系视角越来越多地在代际关系分析中

受到重视，并与个体化视角形成比较。例如，钟晓慧与何式凝的研究一改往日大众眼中 “购房父母”

的辛酸印象，为子女添置不动产的行为被认为是建立 “协商式亲密关系”的尝试。⑥ 而同样在学者对

“啃老”现象的看法中，“亲子一体”的代际责任伦理在社会转型中得到强化，中国的代际互助传统

被再次诠释。⑦

二、转型社会理论中的家计叙事

上述两种研究路径从各自角度出发，构成了中国家庭研究对转型社会的主流认识，然而，无论是关

注家庭形态还是家庭观念的转变，这两种路径之间总是缺少积极的对话与勾连。“家庭研究在学术化道

路上举步维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太拘泥于具体的问题清点而疏于对背后的理论假设和价值立场的检

讨”。⑧ 在此形势之下，研究者往往忽略家 庭 的 历 史 与 定 位。实 际 上，在 转 型 社 会 的 认 识 分 野 背 后，

还隐含着研究者们对于家庭本体的迥异理解。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发现学界对家庭的定义界定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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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长期处于混淆境地，因而尝试进行澄清，① 但至今鲜有学者系统地从学术知识生成的角度思考其内

在成因。本文认为，解释这种差异，需要我们回到经典的转型社会理论，还原被研究中的家庭形象。

追溯社会理论的传统，卡尔·波兰尼可谓转型社会研究的开创者。在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

的起源》一书中，波兰尼立足于工业革命时代中人的境遇，勾勒出转型 社 会 理 论 最 初 的 理 路。② 近

３０年来，波兰尼式 （Ｐｏｌａｎｙｉａｎ）的话语在社会科学领域如影随形，其理论工具更被应用于各种研究

的具体操作上。诸多社会研究学者继承了波兰尼的思想遗产，先行的研究者已然指出，“市场社会”、

“嵌入性”、“双重运动”是其转型理论最为主要的概念构件。③ “嵌入性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与 “双重

运动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作为动力机制，用以证伪自律的 “市场社会”。但与此同时，家庭研究对

经典转型理论的探索却尚未深入。应 该 认 识 到，波 兰 尼 写 作 此 书 的 初 衷 在 于 阐 释 人 道 主 义 的 危 机，

而这恰恰体现在 《巨变》对家计的叙事之上。

（一）家计的意义

《巨变》的主旨是对 “市场社会”进行解构。波兰尼认为，牟利交易动机并非人类原初属性，市场

制度侵占了家庭在生产领域中的自然法则地位。他的开创性工作在于，带领读者找回前市场逻辑的三个

身影：互惠、再分配、家计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ｇ）。但遗憾的是，“在日后的转型研究中，互惠与再分配以及

市场交易三者被很大程度上提及，家计却被无视了”。④ 在文本中，家计的重要性为波兰尼所推崇，这

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他批评１９世纪古典学者对家庭形态的忽视，重新考察了亚里士多德的 “家

庭”（ｏｉｋｏｓ）观。雅典社会的核心单位是ｏｉｋｏｓ，由父母子女 （包括主人所拥有的奴隶）及其居住的宅落

以及土地所构成。在 此 语 境 下，ｏｉｋｏｓ指 住 所，也 就 是 人 生 活 的 所 在 地 和 环 境，它 的 转 化 意 义 即 是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⑤ “家庭”（ｏｉｋｏｓ）是与 “政治”（ｐｏｌｉｓ）相对的概念，而家计即是指家庭生活的运作原则。

在波兰尼的论述中，家计具有两层功能，其一在于维持单个家庭的自给自足，是一种建立在互

惠与再分配原则基础上的第三种人类经济模式。

第三个原则在历史上注定要扮演重大角色，我们将称之为 “家计”，它在于生产面向人们的

使用需要……它与图利动机或市场制度毫不相干。此时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尽

管这个自足的单位是由家庭、聚落等非常不同的实体组成，但其原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生产

及储藏是为了满足团体成员的需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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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目前在中国家庭研究界，唐灿、王跃生等学者先后撰文 指 出，当 前 研 究 中 存 在 对 “Ｆａｍｉｌｙ”、“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乃 至 “Ｈｏｍｅ”的 混

淆，因此 “家庭存在”与 “家庭观念”，“个体家庭”与 “家户”等概念近期被提出，用于指涉家庭内涵的不同指向。参见唐灿：
《家庭的定义与政府的责任》，《中国人口报》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家户和家的 “分”与 “合”》，《中国

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９１～１１０页。

原书标题为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Ｏｕｒ　Ｔｉｍｅ”。当前国内主要有两个中译本，分别

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 阳 译，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７年 版；卡 尔·波 兰 尼：《巨

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本文结合两个译本，以英文原版作为下文引用依据。

为方便行文，文中皆以 《巨变》指代此书。

参见吕鹏：《社会大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重访卡尔·博兰尼 〈巨 变：当 代 政 治、经 济 的 起 源〉》，《社 会 学 研 究》２００５年 第４
期，第２２１～２２８页；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第５期，第１４１～１６４页。

ＣｈｒｉｓＨａｎｎ，Ａｆｔｅｒｉｄｅ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Ｇｅｌｌｎｅｒ，Ｐｏｌａｎｙ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ｓｉｓ　Ｅｌｅｖｅｎ，

ｖｏｌ．１２８ （１），２０１５，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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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计的另一个功能，在于规范家庭的组织过程。① “家计有赖于自治 （ａｕｔａｒｃｈｙ）”，尽管其运作

空间十分有限，但波兰尼承认它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多样的。② 埃马纽埃尔·勒华埃 杜 里 曾 在 《蒙 塔

尤》中指出，家是权力与反权力的源泉。③ 家计不仅局限于父权制的组织构建，它还是一种立足于地

缘空间的社会整合力量。在文本中，相关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一段对市场的描写上。

在典型的地区性市场中，家庭主妇凭借家庭需求购买日常用品，农民、菜贩同样贩卖他们

生产的成品，很少受到时间及空间的影响。这种市场是地方生活的附属品。当时所谓的国家实

际上只是政治的单位，而且非常松散，它包含了在经济上无数大大小小的自给自足的家庭，以

及村落中无足轻重的地方市场……在重商主义笼罩下，新出现的全国性市场不可避免地有某种

程度的竞争性，但是占优势的却不是这个市场新要素的竞争性，而是管制的传统特色。自给自

足的、为家户奔波的农民仍是这个经济体制之广阔基础……农业现在已经被国内商业———这个

相对孤立之市场体系———所补充，后者与仍支配着乡村之家计并行不悖。④

《巨变》刻画了工业革命前英国家庭的家计过程。一方面，家庭不断拓展其立身的生存空间，诸

如 “家庭主妇”、“贩卖自家产品的农民”的角色作为区域内的行动者，有效地将城市与乡村、地区

性市场与全国性市场相关联。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内各种形式的互动、竞争与分享，体现了家庭的

日常生活与外在世界的关联。家计过程涵盖了在市场中四处奔波的养家者，以及区域内的血缘与地

缘关系。另一方面，家庭还处在以关键事件为标志的历史过程中。“市场制度”以及 “管制传统”在

日常生活中动态地缺席或在场，转型社会理论以此为重要依据界定时间进度，并从中观察不同时期

的社会主导机制与结构动能。家庭、市场与国家并行其间，家庭的行动与秩序逐渐程式化并发生在

时间与空间因素共同营造的背景之中。
（二）家计的沦落：嵌入性与双重运动

波兰尼的理论抽象于历史叙事，一系列事件勾勒出激荡社会中的家庭境遇。其中，“嵌入性”与

“双重运动”描述了转型的发生与后果。

一般认为，波兰尼意义上的 “嵌入性”指的是市场逻辑先天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转型来自于前

者尝试从后者中脱离出来的努力。在文本中，家庭工业与家庭生产者随着工厂制的兴起而没落，是

其中最为生动的案例。在市场冲击之下，个体被迫从家庭中剥离出来成为虚拟商品：自律市场的劳

动力。由此，转型的力量越过家计的过程，从外部世界开始直接影响了个体的生命历程，“人类社会

成为经济体制的附属品”。

市场经济的极端人工化扎根于生产过程本身，凭借买与卖的形式而组织起来。在重商主义的

社会，生产是由富裕的商人所组织的，此时是 “分包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ｏｕｔ）”的时期。商业资本家提供原料

给家庭工业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并控制生产的过程，视之为纯粹的商业企业。这时的工业生产已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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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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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１１ （３），１９９８，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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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文本中将 “ａｕｔａｒｃｈｙ”译作 “权威”。

参见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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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之有组织的领导下……如果生产失败了，家庭工业者就会暂时失业并蒙受最大的损失。①

在家庭叙事的层面，“脱嵌”可以被理解为，传统家庭的政治与经济功能依托于教区的管制，却

在市场的 冲 击 下 脱 离 出 来，家 计 的 破 产 使 人 们 流 离 失 所。乡 村 的 破 败 景 象 引 发 波 兰 尼 对 “安 居

（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的重视。他在文中写到，重商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无视人民日趋恶化的生存、居住条

件，这引起了保守势力的警觉，人们想要找回现行政权之下的道德与经济平衡。于是，当自律性市

场对社会形成冲击时，反市场力量也随之启动，这就是波兰尼所论述的 “双重运动”。他认为，在这

个时期，英国基层社会诞生的 《斯品汉姆兰法案》（Ｓｐｅｅｎｈａｍｌａｎｄ　ｌａｗｓ），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波

兰尼在书中指出，这一法案最早建立了家庭津贴制度，确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最低生活标准的正当

性。其独特之处在于，不同于１６０１年 《济贫法》的劳役得食制度，《斯品汉姆兰法案》主张，“只要

一个人的工资低于家庭收入的补贴标准，即使他有工作，也可以得到救济”。②

１６６２年的 《斯品汉姆 兰 法 案》加 强 了 都 铎 王 朝 及 斯 图 亚 特 王 室 承 袭 下 来 的 家 长 制 劳 动 组

织……当一加仑大小的面包需要花一先令时，则每一个穷苦及勤奋的人必须有三先令的收入以

维持生计，不论这是不是他自己或他的家人的劳动所得的，或是从贫民津贴得来的，并且为了

养育他的一家妻小，每增加一人需要增加一先令六便士。③

反市场力量的介入与乡村权力秩序的普遍瓦解紧密相连，“双重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将家庭视作

各方势力角逐的战场。依据市场逻辑侵入的程度与后果，保卫社会的力量启动了对破产家庭的支持。

波兰尼对 《斯品汉姆兰法案》的考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美

国学界：呼吁尼克松政府出台 “家庭援助计划”（Ｆａｍｉｌ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ｌａｎ）。④ 而除此之外，波兰尼也

观察到了家庭福利政策的另一个面向。在对 《斯品汉姆兰法案》的后续思考中，他发现家庭津贴的

引入在拯救教区的同时，还有效地维护了原先的父权制建构。⑤ 破落的家庭在外力影响下得以喘息，

乡村的传统秩序被重新维护，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家庭内部的秩序与不平等。

综上所述，波兰尼将古典的家庭形态放在社会变迁的情境中加以观察，用以解释转型社会中人

道主义危机的成因。通过考察与分析 《巨变》文本，我们发现一种关注家计的叙事线索：第一，家

庭原本是社会整合的重要途径，家计具有不同于市场逻辑的自给自足功能。与此同时，家计还是一

种区域性的自治形式。第二，当引入动荡的市场变量之后，市场逻辑尝试从社会关系中脱嵌，自律

市场使家庭淡出生产领域。家庭中的人势必被要素化为劳动力商品，从而脱离家庭。第三，市场逻

辑对家庭侵入之时，秉承社会保护原 则 的 国 家 保 守 势 力 并 行 而 来，对 家 庭 施 以 经 济 与 道 德 的 支 持。

外部力量对家庭的组织形式进行强势介入，个体由此回归到家庭中来。从上述线索可以看出，转型

社会挑战了家庭自发的社会整合能力，而伴随传统家庭的瓦解，个体命运与国家—市场显隐的力量

由此直接联系起来，成为整体性命题。波兰尼 《巨变》隐含着一种悲观的论调，家计沦落意味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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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自发的生命力消失，它从此被人们看作为一种静态的社会现象。

三、家庭的再制度化与命题分离

《巨变》写作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美国，作者切身体会到在过去十年罗斯福新

政如何帮助社会回归正轨。迈克尔·曼指出，波兰尼以社会自我保护抵御市场的破坏性影响的理论

主张，显然切合了新政的内容。①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巨变》展现的论述却一直为学界所忽视。７０
年代，新自由主义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政治经济学强势崛起，福利国家政策日渐式微让渡出了主流学

术话语。而与此同时，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深入发展，全球化引发的危机逐渐暴露出来。不少学者

开始认识到波兰尼对资本主义世界剖析的意义。沃勒斯坦将之视作他的 “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灵

感之源。② 一方面，他将波兰尼论述的国家—市场的隐现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冲突，归因于日益复杂的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另一方面，他还继承了波兰尼对于制度的看法，强调制度诞生于转型的社会环

境中，并将制度化视作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就家庭而言，无论是面对封闭的小体系还是世界帝国，

不断提升的生产与分工水平被视为现代家庭在转型社会中展现出来的重要特征。沃勒斯坦指出，新

自由主义的兴起促使雇佣劳动以及亲密关系发生变革，家庭不仅被设定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最主要

的制度环节，同时也是展示个人生活真实状态的场所。③ 家庭正面对社会的又一次转型，学界重新构

建波兰尼的家计概念，指出当代家庭正在经历一种再制度化过程：即为了自身的维持与发展，家庭

正衍生出程式化的实践方式，并作用于其内外两方面的环境与主体上。

当代家庭再制度化的一个表现在于，新自由主义重新将货币关系带入家庭，商品化的雇佣劳动

成为家庭的日常所需，人们在思考依靠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生活团体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④

迈克·道格拉斯复兴了波兰尼的概念，他认为当代社会的家计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ｉｎｇ）是一种建立与维持的

连续性过程。立足于家庭成员的生命周期与行动策略，家计被视作家庭延续、变化以及对外部世界

的现实反应，而非仅是静态的经济社会现象。⑤ 全球化对社会分工产生深远影响，家庭需要对外部变

迁的环境作出必要的反应。相关经验研究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流动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编

织相互依赖和互惠的跨地域支持网是当前农村家庭的一种策略，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留守老人的生

活质量。⑥ 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社会的家计过程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一方面，家计立足于外部环境

的变迁，转型社会要求区域内的家庭 对 此 进 行 反 应，策 略 性 的 回 应 旨 在 将 家 庭 成 员 的 福 利 最 大 化；

另一方面，家计过程还整合了家庭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过程，利用劳动分工的方式，发展出了一

系列程式化的社会参与模式。

当代家庭再制度化的另一个表现在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赋予私人生活以独立性与纯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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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的权力关系却使之愈发复杂，并衍生出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家庭正在尝试重新塑造内在的生

活秩序。一个针对菲律宾劳工家计状况的研究指出，海外务工的女性担负了赚取面包的重任，进而

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她们不仅带回工作收入与生活方式，还进一步制定出照料幼儿与老年

人的家庭分工细则。① 塔玛拉·杰华从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三个层面分析家计过程。在针对中国宁夏

的留守妇女的研究中，她发现农村家庭在迁移行为上受到两方面影响：其一是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

长期作用其间；其二便是家庭内部存在的劳动分工以及相关的权力斗争。② 成员间互助以制定生活策

略对于家庭的延续具有积极作用，但家计过程并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生存压力，家庭的生活策略还包

含了成员之间的博弈与资源分配。当前的学者愈发认识到，在家庭的变迁轨迹背后，更多的非经济

性以及内在驱动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家计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由情感与理性共同作用。波兰尼提出的

“安居”议题不仅涉及政府给予家庭以经济支持的程度，还应该加入诸如代际差异、性别议题乃至族

群文化的综合考量。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转型带来的挑战，家庭的再制度化建立在两方面的不断调适之上：对外应

对挑战、对内塑造秩序。依据这个发展趋势，学者们重新构建了家计的意义，家计不再仅仅是墨守

成规的政治经济原则，它如今还是一种兼容维持与冲突的鲜活过程。本文认为，正是学界对家计的

重构造成了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的两种不同认识。在文章第一部分所叙述的两种主流认识中，我

们能够发现：其一，面对国家治理与市场逻辑的交替展现，相关研究不仅观察到当代家庭被施加改

造的历程，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认识到家庭作为一种升级行动者，投身于变迁情境下的政治系统

与经济系统之中。家庭的外向制度化过程促使学界反思传统父权制的演变、国家话语对市场化进程

的后果，转型社会的家庭研究聚焦于复杂的外部世界。这造就了家庭研究 “依托—冲击”的转型社

会认识。其二，个体从传统家庭与亲属制度中出走，然而在直面社会转型中的风险后，又要返回家

庭寻求资源与安全感。在亲情给予的 力 量 与 支 持 的 同 时，这 种 回 归 使 家 庭 重 新 塑 造 了 成 员 的 身 体、

知识以及关系。家庭的内向制度化过程启发相关研究基于个体化的视角，考察现代人对家庭之道德

与价值的观念转变，聚焦于私人生活的变革。这构成了家庭研究 “脱离与回归”的转型社会认识。

就此而言，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的认识分野如是发生：首先，面对家庭内外环境的变革，研

究者们集中探讨了转型社会在如今的特征，这对应在家庭研究上出现了命题上的分离。此后，家庭

面向外部世界与 内 在 秩 序 的 再 制 度 化 趋 势，使 得 分 离 的 命 题 形 成 独 立 探 讨 的 空 间，进 一 步 构 建 出

“国家—市场与家庭”、“个体与家庭”两个研究路径。相较于波兰尼的整体性命题，分离的研究命题

改变了本土化学术研究开展的方式与角度，进而造就了中国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的不同认识。

四、结论

本文指出，中国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存在着两种彼此疏离的认识：“依托—冲击”与 “脱离—

回归”。针对认识上的分野，作者尝试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知识生成原因。首先，文章追溯并考察卡

尔·波兰尼的经典社会转型理论，展示了 《巨变》文本对于家计过程的描写，以此勾勒出变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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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形象。然后，通过探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新自由主义下波兰尼研究的发展，文章指出学界面对

家庭的外部世界与内在秩序转型，进而重构家计意义的努力。本文认为，正是上述过程造成了当前

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认识的分野。研究中发现：

第一，当前家庭研究的两种转型认识之间缺少对话与勾连。无论是国家—市场对于家庭的意义，

还是个体面对家庭的态度，研究者往往忽略家庭的历史与定位。回到经典的转型社会理论，还原研

究中的家庭形态，有 助 于 我 们 探 索 并 分 析 现 象 背 后 所 隐 含 的 对 于 家 庭 本 体 的 迥 异 理 解。第 二，卡

尔·波兰尼的经典转型社会理论具有启发作用。《巨变》文本中阐释的家计研究过程，引导我们认识

到家庭的多重内涵属性及其所处的转型时空的意义。“嵌入性”与 “双重运动”的动力分析机制呈现

了家计的沦落。转型社会挑战了家庭自发的社会整合能力，而伴随传统家庭的瓦解，个体命运与国

家—市场的力量在研究命题上联系为一个整体。第三，后继学者对于波兰尼的继承更加强调复杂环

境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重构了家计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家庭再制度化趋势将外部环境与

内在秩序有效分离，形成了 “国家—市场与家庭”、“个体与家庭”两个相互独立的研究命题，各自

延伸出知识生成的认识路径。家庭的外向制度化造就了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的 “依托—冲击”认

识，而家庭的内向制度化构成了家庭研究对于转型社会的 “脱离—回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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